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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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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文章基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９ 年全球 ９１ 个经济体的跨国样本，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收入不

平等的影响。 研究发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发展水平

越高，越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而

有助于降低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数字经济在缓解收入不平等上表现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特征。 机制研

究发现，当一国的科技实力越高、教育机会越多、劳动参与率越高、金融发展越好时，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

收入不平等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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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一、引　 言

当前，收入不平等日益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议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普遍加剧。 《２０２２ 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最富有的 １０％人群拥

有全球财富的 ７６％，与最贫穷的 ５０％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 ２０ 年里近乎翻了一番。 特别是，近年

来新冠疫情的蔓延使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
与此同时，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基尼系数呈现先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９ 年基尼系数达到 ０． ４６５①，超过 ０． ４ 的国际警戒线。 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

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阻碍。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当前，如何改

善收入分配格局、有效缓解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降低全球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路径。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郑世林

等，２０１４；左鹏飞等，２０２０）。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为落后国家、地区和人群实现

收入增长和脱贫致富创造了新的空间。 在数字经济带来经济效率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数字经

济的收入分配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否带来公平。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 一些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具有增收和减

贫效应，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助力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增长（Ａｈｍｅｄ和 Ａｌ⁃Ｒｏｕｂａｉｅ，２０１３；Ａｓｏｎｇｕ 和 Ｏｄｈｉ⁃
ａｍｂｏ，２０１９；张勋等，２０１９；Ｆａｉｚａｈ 等，２０２１）。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能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Ｇｕｅｌｌｅｃ和 Ｐａｕｎｏｖ，２０１７；Ｄａｕｄ等，２０２１）。 但现有研究存在如下两方面不足：一是当前文献多以单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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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研究对象，缺乏跨国层面的比较分析。 受国家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从单一国家层面分析数字经济

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研究结论可能只适用于一国，研究结论对其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

平等的解释力度有待验证。 二是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的度量往往聚焦于数字金融、人工智能等具体数

字产业，或采用移动电话、互联网普及率等 ＩＣＴ基础设施和 ＩＣＴ 技术变量，难以全面把握近年来全球数

字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情况。
总体而言，当前鲜有研究从跨国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主要是受制于全球

数字经济发展测度的困难。 王喆等（２０２１）编制的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给研究跨国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

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图 １ 展示了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 可

以看到，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在国别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越好

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 但这只是描述性结果，在普遍意义上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一国

收入不平等？ 如果有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这些都是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图 １　 数字经济发展与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ＳＷＩＩＤ数据库与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王喆等，２０２１）。
注：纵坐标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表示该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横坐标为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该指标越大，表示该国数字经济发

展程度越好。 基尼系数和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采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９ 年平均值度量。

　 　 本文有三方面的研究贡献：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跨国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收入不

平等的影响，探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现有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的文献多是聚焦于金融发展、
资本账户开放、汇率估值、教育等方面（杨娟等，２０１５；Ｂｕｍａｎｎ和 Ｌｅｎｓｉｎｋ，２０１６；梅冬州等，２０１８），国内还

鲜有文献从跨国层面研究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视野研究数字经济发

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而丰富了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缓解收入不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提

供新的路径。 第二，在数据使用上，本文从不同维度全面度量并检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对收入不平

等的影响。 当前，关于全球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研究多采用单一指标度量，而现有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的多维指标体系构建较难平衡时间和指标连续性问题。 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利用基于不同维度构建

的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王喆等，２０２１），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第三，在现实意

义上，本文检验跨国层面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不同机制，发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

等的缓解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教育机会、劳动就业、金融等渠道产生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是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 数字经济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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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两支文献：一支文献是较为广泛地研究技术进步对收入

分配的影响；另一支文献则直接研究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１．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

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出现了失业率增加、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以及工资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技术因素。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９２）指
出由于新技术的引入产生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同部门间工作岗位重新分配，从而导致失业率

上升。 Ｇａｌｏｒ和 Ｍｏａｖ（２０００）等研究也表明美国工资收入的差距拉大与新技术密切相关。
关于这一时期高技能劳动者的技能溢价和工资差距拉大现象，一些学者通过有偏技术进步理论对

其加以解释。 Ｎｅｌｓｏｎ和 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６）指出发生技术变革时，熟练工人能够更快地适应新技术，学习新知

识。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资本 －技能互补”假说，认为新技术本质上与技能相补充（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１９６９）。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９９８）则直接建立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提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与内生的新技术偏向有关。
若技术进步非中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导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不成比例地增长，就可能带来

收入差距扩大。
然而大量经验研究显示，技术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不确定。 一些学者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有偏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存在于发达国家（Ｂｅｒｍａｎ等，１９９８）；并且相比于全球化，技术进

步是收入不平等加剧更为重要的原因（Ｔｉｃａ等，２０２２）。 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二者存

在负相关关系。 Ｌｅｅ（２０１１）指出，在一个国家内研究技术变革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要保持谨慎。 有研究

认为技术创新加剧收入不平等可能仅存在于某些国家（Ｋｈａｒｌａｍｏｖａ等，２０１８），一些研究发现技术加剧收

入不平等的影响较为微弱（Ｃａｒｄ和 ＤｉＮａｒｄｏ，２００２）。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发现收入不平等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指出经济发

展与收入不平等二者之间存在“Ｕ 型”关系。 Ｋｉｍ（２０１２）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种“技术 Ｋｕｚｎｅｔｓ 曲线”假
说：一种是基于技术的经济增长效应而形成的“倒 Ｕ 型”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技术进步先上升

后下降；另一种则是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Ｕ 型”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技术进步先下降后上

升。 Ｇｒａｖｉｎａ和 Ｌａｎｚａｆａｍｅ（２０１９）也对技术和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究，发现证据支持收入不

平等和投资专用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熊彼特观点”，即二者之间存在 Ｕ 型关系，当投资专用技术超

过某个阈值后，投资专用技术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２．数字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成为热点问题。 现有研究并未得到统一结论。 已有研究可

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当前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对其做出解释。 一方面，基于有偏

技术进步的视角，Ｇｕｅｌｌｅｃ和 Ｐａｕｎｏｖ（２０１７）指出数字创新促进市场集中度和风险溢价增加，其间产生的

市场租金主要流向投资者和管理人员，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８）认为人

工智能具有替代效应、新工作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检验发现三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导致高技能与低技

能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增加。 另一方面，不平等加剧是由数字福利的不均匀导致，这可能会产生马太效

应。 Ｄａｕｄ等（２０２１）基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５４ 个国家的跨国样本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进步和金融化的叠加

影响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主要是因为边际集聚效应的作用，即高收入人群更容易获得低成本的

金融产品和数字技术，从而拉大与低收入群体的差距。 大数据、机器学习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算法机

制也可能强化线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歧视（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２０１６）。
第二，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 一些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包容性和

普惠性特征，并且这一结论主要发现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Ｓｋｉｔｅｒ 等（２０２０）基于俄罗斯样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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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贫困水平。 在非洲，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Ａｓｏｎｇｕ 和

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２０１９）。 在东南亚，互联网普及所反映的数字技术变革显著降低了收入不平等（Ｎｉｎｇｓｉｈ 和

Ｃｈｏｉ，２０１８）。 该影响在印度尼西亚表现得较为明显，Ｆａｉｚａｈ等（２０２１）研究发现信息与通信技术（ＩＣＴ）基
础设施的接入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 在中国，学者们也发现数字经济对减缓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 产业智能化能够促进益贫式发展，并通过新工作创造与生产率提升途径产生影响（杨
飞和范从来，２０２０）。 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降低收入不平等（张勋等，
２０１９）。 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发展水平会影响数字经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一个国家经济越发

达，技术变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就越小（Ｋｈａｒｌａｍｏｖａ 等，２０１８）。 在全球范围，张羽和王文倩

（２０２０）发现全球金融科技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倒 Ｕ型”特点，收入不平等随金融科技发展先增加

后降低。
第三，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渠道。 除上述研究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外，现有研究

还从以下三个渠道进行分析：一是教育渠道。 教育质量对技术变革与收入不平等间的正向关系具有调

节作用（Ｈａｌｌ，２００９）。 在发展中国家，有偏的技术创新会增加收入不平等，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收入

不平等程度将有所缓解（Ｋｅｒｋｅｎｉ和 Ｍｎｉｆ，２０２０）。 数字经济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成本，并加速知识

的创造、扩散和共享；在此影响下，利用信息优势和知识垄断获得收益的人群的收入可能会下降；在线教

育等形式有助于增加边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获得教育的机会，促进劳动技能的提升，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Ｓｍｉｔｈ等，２０１１）。 二是就业渠道。 数字经济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使得远距离工作成为可能（Ｓｈａｉｋｈ
和 Ｋａｒｊａｌｕｏｔｏ，２０１５），这有助于优化跨空间劳动力资源配置，电子商务、短视频、在线直播等新兴数字业

态为远距离、低收入人群获得收入提供新的机会。 数字经济会通过促进自主就业缓解不平等（Ｓｋｉｔｅｒ
等，２０２０）。 张勋等（２０１９）从创业机会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认为在农村地

区该促进作用尤其明显。 三是金融渠道。 对于以往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人群及金融资源匮乏的地

区，数字金融既可以提高其获取金融资源的可得性，提升收入水平；也有利于降低其资金的获得成本，提
高金融服务效率和便利性，进而缩小收入差距（傅秋子和黄益平，２０１８；Ａｓｏｎｇｕ 和 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２０１９）。 但

是，数字金融产生的福利效应若向具有优势地位的人群或金融资源丰富的地区倾斜，则会进一步扩大收

入差距。
总结来看，已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一方面，学者们多采用

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样本，分析数字经济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范围多从

具体国别展开，指标也往往采用单一指标，仅反映数字基础设施或数字技术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某一侧

面。 为此，本文采用王喆等（２０２１）编制的 ＴＩＭＧ 数字经济指数，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

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究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究竟是缩小还是扩大收入差距，并对其中的主

要影响对象和作用机制等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中国依靠数字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国别层面的借鉴和经验参考。

三、研究设计

１．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整理了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９ 年 ９１ 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

等的关系。 选择该研究区间的理由为：一方面是出于数据可得性考量；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３ 年

后数字经济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数字技术逐渐成熟并推广普及，在该时期，美国、中国等国家（地区）
的数字经济规模出现快速增长。 因此，以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９ 年作为本文的样本区间能够较好地反映各国数字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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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王喆等，２０２１），并研究其与全球收入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
（１）收入不平等度量

如何有效测度一国收入不平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 基尼系数是解释一国收入不平等的指

标，但受测算标准不一致的影响，采用基尼系数进行跨国数据的比较存在较大不足。 Ｓｏｌｔ（２００９）以总收

入和净收入数据为基准对 ＷＩＩＤ（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进行标准化并构建了 ＳＷＩＩＤ 数

据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为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ＳＷＩＩＤ 数据库包含

了基尼系数的净值和市场值。 其中，基尼系数净值是考虑税率和转移支付收入的调整后计算的基尼系

数；基尼系数市场值是通过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计算调整的基尼系数（梅东州等，２０１８）。 基尼系

数市场值可以更好地反映真实的收入不平等水平。 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用基尼系数市场值度量收

入不平等，并用基尼系数净值、ＷＤＩ数据库中计算的贫困差距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指标。
（２）全球数字经济度量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是学界争论的重点议题。 在现有跨国研究中往往采用移动宽带和电

话、互联网普及率、数字金融账户等单一指标度量数字经济发展（Ａｓｏｎｇｕ 和 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２０１９；Ｄａｕｄ 等，
２０２１）。 然而，数字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仅仅采用基础设施或技术的某一侧面对其进行度量难

以窥见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全貌。 因此，构建一套系统而全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有利于跨国比较研

究。 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ＤＥＳＩ）、网络就绪指数（ＮＲＩ）、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等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进

行了度量，然而已有指数存在时间跨度和覆盖国家无法兼顾等问题。
综合现有数字经济指数测度的优点与不足，王喆等（２０２１）从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视角构建了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用于全方位地测度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９ 年全球 １０８ 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分析

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竞争优势。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涵盖数字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数字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数字市场（Ｍａｒｋｅｔ）和数字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四个维度，并结合不同影响因素和数字经

济特征设置二、三级指标。
本文将在实证研究中对总指数和细分指数分别进行检验，探究整体和不同维度数字经济发展对收

入不平等的影响。
（３）控制变量

参考 Ｂｕｍａｎｎ和 Ｌｅｎｓｉｎｋ（２０１６）以及梅冬州等（２０１８）的研究，本文在控制变量中还考虑了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ｐｅｒ）、通货膨胀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人口增长率 （ Ｐｏｐｇｒ）、城镇化程度 （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贸易开放度

（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信息技术水平（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教育水平（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失业率（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政府开支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指标度量方法见表 １。 除资本账户开放（Ｋａｏｐｅｎ）来自 Ｃｈｉｎｎ和 Ｉｔｏ（２００８）编制的 Ｃｈｉｎｎ⁃Ｉｔｏ
指数①，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库。

２．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 Ｂｕｍａｎｎ和 Ｌｅｎｓｉｎｋ（２０１６）以及梅东州等（２０１８）的研究，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Ｇｉｎｉｉ，ｔ ＝αｉ，ｔ ＋β１Ｄｉｇｉｔ＿ｉｎｄｅｘｉ，ｔ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Ｙｅａ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εｉ，ｔ （１）

其中，Ｇｉｎｉｉ，ｔ指 ｉ 国第 ｔ 年基尼系数市场值，度量 ｉ 国第 ｔ 年收入不平等情况，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收

入不平等程度越高；Ｄｉｇｉｔ＿ｉｎｄｅｘｉ，ｔ指 ｉ 国第 ｔ 年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 Ｙｅａｒ 表示年度固定效应；Ｃｏｕｎｔｒｙ 表示国家固定效应；ε 表示随机扰动项；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为控制变量。
为了检查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计算了各回归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 ＶＩＦ 最大值为

７． ７５，均值为 ２． ４４，都小于 １０，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２２１·

①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ｅｂ． ｐｄｘ． ｅｄｕ ／ ～ ｉｔｏ ／ Ｃｈｉｎｎ⁃Ｉｔｏ＿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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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数据来源

基尼系数市场值 Ｇｉｎｉ＿ｍｋｔ
采用 ＳＷＩＩＤ数据库披露的税前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基尼系

数市场值根据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计算（梅冬州等，２０１８）。
ＳＷＩＩＤ数据库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Ｄｉｇｉｔ＿ｉｎｄｅｘ 该指标对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程度进行度量。 王喆等（２０２１）

ＴＩＭＧ数字技术指数 Ｄｉｇｉ＿ｔｅｃｈ
该指标从科研产出、人力资本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评估一国数字

技术发展程度。
王喆等（２０２１）

ＴＩＭＧ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Ｄｉｇｉ＿ｉｎｆｒａ
该指标从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广度、建设质量和使用成本三个方

面评估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
王喆等（２０２１）

ＴＩＭＧ数字市场指数 Ｄｉｇｉ＿ｍａｒｋｅｔ
该指标从数字市场的整体规模、细分市场以及数字贸易情况三方

面评估一国数字市场发展程度。
王喆等（２０２１）

ＴＩＭＧ数字治理指数 Ｄｉｇｉ＿ｇｏｖｅｒｎ 该指标反映了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与环境。 王喆等（２０２１）

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ｐｅｒ 一国人均 ＧＤＰ的对数 ＷＤＩ数据库

通货膨胀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按 ＧＤＰ 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 ＷＤＩ数据库

人口增长率 Ｐｏｐｇｒ 人口增长（年度百分比） ＷＤＩ数据库

城镇化程度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ＷＤＩ数据库

资本账户开放 Ｋａｏｐｅｎ
采用 Ｃｈｉｎｎ⁃ Ｉｔｏ指数度量，Ｃｈｉｎｎ⁃Ｉｔｏ指数数值越大，表示资本

账户越开放。
Ｃｈｉｎｎ和 Ｉｔｏ（２００８）

贸易开放度 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 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比例（年度百分比） ＷＤＩ数据库

信息技术水平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信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 服务出口占总服务出口的百分比 ＷＤＩ数据库

教育水平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初等教育年限（年） ＷＤＩ数据库

失业率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男性失业人口占男性劳动力的比重 ＷＤＩ数据库

政府开支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重 ＷＤＩ数据库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２ 所示。 基尼系数市场值的最大值为 ７１． ７０，最小值为 ２１． ９０，标准差为

６． ８４，表明不同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存在较大差异。 ＴＩＭＧ 数字经济指数的最大值为 ９４． ７０，最小值为

７． ３０，标准差为 ２０． ０９，这表明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的情况。 从细分指标来看，全球数

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细分指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控制变量而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

及教育水平等因素存在国别层面的异质性差异。

四、实证研究结果

１．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根据模型（１）设定，利用全样本检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如表 ３ 所

示。 第（１）列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人均 ＧＤＰ、通货膨胀等经济基本面的变量，检验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

的影响；第（２）列继续加入贸易和金融层面的对外开放变量；第（３）列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加入信息技

术水平、教育水平、失业率和政府开支变量。 第（１） ～ （３）列均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
实证结果显示，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和 －０． ０１６，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 即数字经济指数越大，基尼系数越小。 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表现出降低收入不平等

的作用。
　 　 ２． ＴＩＭＧ 细分指标回归结果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王喆等（２０２１）构建的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的细分指标进行分析。 基于数字技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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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基尼系数市场值 Ｇｉｎｉ＿ｍｋｔ ６３２ ４６． ７６ ６． ８４ ２１． ９０ ４７． ３０ ７１． ７０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Ｄｉｇｉｔ＿ｉｎｄｅｘ ６３２ ４５． ８２ ２０． ０９ ７． ３０ ４４． ５８ ９４． ７０

ＴＩＭＧ数字技术指数 Ｄｉｇｉ＿ｔｅｃｈ ６３２ ３９． ４４ ２２． ３８ ３． ２８ ３５． １９ ９２． ５２

ＴＩＭＧ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Ｄｉｇｉ＿ｉｎｆｒａ ６３２ ４７． ７２ ２０． ７６ ０． ８６ ５０． ６０ ９８． ６２

ＴＩＭＧ数字市场指数 Ｄｉｇｉ＿ｍａｒｋｅｔ ６３２ ３８． ７２ ２０． ６７ １． ４３ ３５． ２１ ９６． ９９

ＴＩＭＧ数字治理指数 Ｄｉｇｉ＿ｇｏｖｅｒｎ ６３２ ５７． ４１ ２２． ２１ ５． １２ ５８． ０８ ９８． ００

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ｐｅｒ ６３２ ９． ２０ １． ３１ ６． ０６ ９． ３１ １１． ５４

通货膨胀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６３２ ４． ４１ １５． １５ －２５． １３ ２． ２９ ３５０． ００

人口增长率 Ｐｏｐｇｒ ６３２ １． ０３ １． ０８ －１． ７２ １． ０５ ６． ２０

城镇化程度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６３２ ６５． ４４ １９． ６９ １８． ２０ ６７． ９４ １００． ００

资本账户开放 Ｋａｏｐｅｎ ６３２ ０． ９０ １． ４８ －１． ９２ １． １２ ２． ３２

贸易开放度 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 ６３２ ８５． ０５ ４８． ２３ ２０． ７２ ７５． ８３ ３６７． ００

信息技术水平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６３２ ８． １８ ７． ９９ ０． ２９ ６． ４８ ４８． ８７

教育水平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６３２ ５． ７０ ０． ９１ ４． ００ ６． ００ ８． ００

失业率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６３２ ６． ８２ ５． １１ ０． ０５ ５． ３６ ２８． ９８

政府开支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６３２ １６． ２７ ４． ８２ ４． ４０ １６． ３６ ３０． ００

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数字治理四个维度，从不同侧面度量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在表 ４ 第（１） ～ （４）列中分别加入数字经济细分指标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指数和数

字市场指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１７ 和 －０． ０１３，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和数

字治理指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０５ 和 －０． ００２，但不显著。 这表明数字技术指数和数字市场指数对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基尼系数市场值

（１） （２） （３）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０． ０１８∗∗ （ －２． ４１） 　 　 －０． ０１７∗∗ （ －２． ２８） 　 　 －０． ０１６∗∗ （ －２． ２０） 　

人均 ＧＤ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３８ （ －０． ２０） ０． ０６４ （０． ３３）

通货膨胀 ０． ００１ （０． ７７） ０． ００１ （０． ７７） ０． ００１ （０． ６６）

人口增长率 －０． １７７∗∗∗ （ －３． ４１） －０． １７５∗∗∗ （ －３． ３５） －０． １４７∗∗∗ （ －２． ７９）

城镇化程度 ０． ０４３ （１． ５４） ０． ０３７ （１． ２９） ０． ０１７ （０． ５８）

资本账户开放 －０． ０２９ （ －０． ５３） －０． ０３８ （ －０． ７０）

贸易开放度 －０． ００３ （ －１． ２７） －０． ００１ （ －０． ２２）

信息技术水平 －０． ０１９∗ （ －１． ７２）

教育水平 ２． ９５７∗∗∗ （９． ６９）

失业率 ０． ０３８∗∗∗ （２． ９９）

政府开支 －０． ０２７ （ －１． ２５）

常数项 ４５． ５８５∗∗∗ （２１． ５３） ４６． ４９５∗∗∗ （２０． ８７） ３１． ５６１∗∗∗ （１７． ８６）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６３２ ６３２ ６３２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下同。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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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ＴＩＭＧ 细分指标回归结果

变量
基尼系数市场值

（１） （２） （３） （４）

ＴＩＭＧ数字技术指数 －０． ０１７∗∗ （ －２． ２９） 　

ＴＩＭＧ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０． ００５ （ －１． ２６）

ＴＩＭＧ数字市场指数 －０． ０１３∗∗ （ －２． ２４） 　

ＴＩＭＧ数字治理指数 －０． ００２ （ －０． ６２） 　

人均 ＧＤ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 ０． ０３２ （０． １６） ０． ０５０ （０． ２５）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５）

通货膨胀 ０． ００１ （０． ６３） ０． ００１ （０． ７１） ０． ００１ （０． ６５） ０． ００１ （０． ８０）

人口增长率 －０． １３０∗∗ （ －２． ４８） －０． １４０∗∗∗ （ －２． ６６） －０． １５３∗∗∗ （ －２． ８９） －０． １３８∗∗∗（ －２． ６３）

城镇化程度 ０． ００９ （０． ２９） ０． ００９ （０． ３１） ０． ００４ （０． 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４０）

资本账户开放 －０． ０４７ （ －０． ８６） －０． ０４２ （ －０． ７７） －０． ０３３ （ －０． ６１） －０． ０４１ （ －０． ７４）

贸易开放度 －０． ００１ （ －０． ２６） －０． ００１ （ －０． ２５） －０． ００１ （ －０． ４６） －０． ００１ （ －０． ２６）

信息技术水平 －０． ０１８ （ －１． ６２） －０． ０１７ （ －１． ５５） －０． ０１６ （ －１． ４９） －０． ０１８ （ －１． ６２）

教育水平 ３． ０１８∗∗∗ （９． ７５） ２． ８５２∗∗∗ （９． ４２） ２． ９５９∗∗∗ （９． ７０） ２． ８７７∗∗∗ （９． ４５）

失业率 ０． ０３７∗∗∗ （２． ９５） ０． ０４０∗∗∗ （３． １４） ０． ０３６∗∗∗ （２． ８４） ０． ０４０∗∗∗ （３． １５）

政府开支 －０． ０３１ （ －１． ４４） －０． ０２４ （ －１． １５） －０． ０２７ （ －１． ２６） －０． ０２６ （ －１． ２３）

常数项 ３２． ２９８∗∗∗ （１９． １４） ３２． ４１５∗∗∗ （１８． ９９） ３２． ３６９∗∗∗ （１９． ２１） ３２． ４６１∗∗∗ （１８． ３５）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６３２ ６３２ ６３２ ６３２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方面，数字技术进步可以带动经济增长

（Ｊａｈａｎｇａｒｄ和 Ｐｏｕｒａｈｍａｄｉ，２０１３），产出增加带来的国民收入提高表现出了包容性特征，降低了一国的收

入不平等；另一方面，数字市场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还可以促进一国数字贸易发展，使得

资源和要素配置更加公平，因此对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张奕芳，２０１９）。
　 　 ３．区分不同收入群体

为了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时的主要受益收入群体，本文采用不同收入群体占总收

入份额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 该变量来源于政府统计机构和世界银行国家部门获得的主要

住户调查数据①，其将不同收入群体分为五等份，按照收入水平从低到高排序得到不同收入群体占社会

总体收入的份额。 实证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即对第二个 ２０％人群占有的收入份额的影响最为

显著。 数字经济对最高收入群体份额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也有一定的削弱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最低

收入群体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最低收入群体对通信工具的使用不充分，这可能限制了数字经

济的收入改善作用。 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有助于降低收

入不平等程度。

五、 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所述，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并且主要促进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扩大，

·５２１·

① 数据来源于 ＷＤ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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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区分不同收入群体情况

变量

不同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

最低 ２０％人群占有

的收入份额

第二个 ２０％人群占有

的收入份额

第三个 ２０％人群占有

的收入份额

第四档 ２０％人群

的收入份额

最高 ２０％人群占有

的收入份额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９
（０． ６３） （１． ６５） （１． ０５） （１． ０９） （ －１． ４２）

人均 ＧＤＰ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７０ －０． １１２ ０． ０９０
（１． １８） （ －０． １７） （ －０． ６６） （ －０． ９３） （０． ２６）

通货膨胀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 （ －０． １８） （ －０． ２０） （ －０． ０７） （０． １４）

人口增长率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８ －０． １５６
（１． ２４） （０． １１） （０． ３２） （１． ４８） （ －１． ０２）

城镇化程度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７∗∗ －０． １００∗

（０． ４６） （１． ５５） （２． １８） （２． ０２） （ －１． ９１）
资本账户开放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５ －０． １６６∗

（０． ３２） （１． ９７） （１． ９６） （１． ３３） （ －１． ６８）
贸易开放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７９） （０． ９８） （ －０． ３６） （ －２． ０２） （０． ３０）
信息技术水平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６∗∗∗

（２． ５２） （２． ７０） （２． ７６） （１． ６２） （ －２． ７５）
教育水平 －０． ３２６∗∗ －０． １５４ －０． ２５１ －０． ４０９∗∗ １． １０４∗

（ －１． ９９） （ －０． ９６） （ －１． ４７） （ －２． １０） （１． ９６）
失业率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８∗∗

（ －５． ０４） （ －３． ２５） （ －１． ６１） （０． ８７） （２． ５３）
政府开支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６∗

（１． ５０） （１． ６８） （１． ６２） （１． ４９） （ －１． ８６）
常数项 ７． ６１３∗∗∗ １１． １１３∗∗∗ １６． ０２９∗∗∗ ２３． ８５６∗∗∗ ４１． ３７７∗∗∗

（８． ３５） （１２． ４８） （１６． ８７） （２２． ０３） （１３． ２２）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５８１ ５８１ ５８１ ５８１ ５８１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０ ０． ９７４ ０． ９９１

表现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特征。 回顾已有文献，学者们主要从四个渠道进行具体分析。 一是技术进步。
当前，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的变革。 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技术进步

产生收入分配效应是一个较为直接的渠道。 例如，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在非洲的普及有利于降低收入不

平等（Ａｓｏｎｇｕ和 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２０１９）；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ＣＴ）基础设施在印度尼西亚的接入有助于减少收

入不平等（Ｆａｉｚａｈ等，２０２１）。 二是教育渠道。 教育质量对技术变革与收入不平等间的正向关系具有调

节作用（Ｈａｌｌ，２００９）。 数字技术也改变了教育的模式和形态，在线教育等形式有助于增加边远地区和低

收入人群获得教育的机会，促进劳动技能的提升，从而缩小收入差距（Ｓｍｉｔｈ 等，２０１１）。 三是就业渠道。
数字经济带来的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打破了地

理空间限制，使得远距离工作成为可能（Ｓｈａｉｋｈ和 Ｋａｒｊａｌｕｏｔｏ，２０１５），数字经济推动下的自主就业与创业

有助于缓解不平等（Ｓｋｉｔｅｒ等，２０２０）。 四是金融渠道。 数字金融提高了金融资源的可得性，降低了资金

的获得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和便利性，进而整体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傅秋子和黄益平，２０１８；Ａｓｏｎ⁃
ｇｕ和 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２０１９）。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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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分别从技术进步、教育机会、劳动就业、金融普惠四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

不平等的具体影响渠道。
１．技术进步渠道

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焦点议题。 部分学者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欧美

国家出现的失业率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以及工资差距拉大的现象归于新技术发展的影响（Ｇａｌｏｒ 和
Ｍｏａｖ，２０００）。 基于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分析样本，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Ｎｅｌ⁃
ｓｏｎ和 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６；Ｔｉｃａ等，２０２２）。 数字经济作为重要的技术变革，其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技术进步渠

道值得探究。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技术进步渠道，本文采用一国人均知识产权使用费进

出口规模作为代理变量。 知识产权使用费的支付和接收规模能够反映一国科技领域的实力和科技发展

水平。 表 ６ 按照知识产权使用费高低进行分组检验，具体包括人均知识产权使用支付费和人均知识产

权使用接收费两个指标①。 在第（２）和第（４）列中，ＴＩＭＧ 数字经济指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６６ 和

－０． ０５５，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以往文献发现数字技术创新会拉大收入差距（Ｇｕｅｌｌｅｃ 和

Ｐａｕｎｏｖ，２０１７），但我们得出了一些不一样的研究结论。 即当一国科技实力较强、科技发展水平较高时，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更好地缩小收入不平等。 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更高

的包容性和普惠性特征。 一国对知识产权使用费支付或接受的越多表明该国科技发展水平越高，而数

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技术业态，其所产生的福利效应能够更好地惠及收入群体，从而有助于缩小一国收

入差距。

　 　 表 ６　 机制检验 １：技术进步渠道

变量

基尼系数市场值

人均知识产权

使用费支付低组

人均知识产权

使用费支付高组

人均知识产权

使用费接收低组

人均知识产权

使用费接收高组

（１） （２） （３） （４）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０． ０１１ （１． １９） 　 －０． ０６６∗∗∗ （ －５． ３８） 　 ０． ００３ （０． ４４） 　 －０． ０５５∗∗∗ （ －３． ３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１７ ３１５ ３１９ ３１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９ ０． ９９２

　 　 ２．教育机会渠道

现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在技术进步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Ｈａｌｌ，２００９；Ｋｅｒｋ⁃
ｅｎｉ和 Ｍｎｉｆ，２０２０）。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通过教育机会渠道影响收入不平等，本文采用公共教

育开支占政府支出和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教育水平，并进行分组检验。 政府在教育领域支出越多，
对教育重视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提供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

实证结果见表 ７。 在第（２）列和第（４）列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或 ＧＤＰ）较高的组别中，ＴＩＭＧ
数字经济指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１８ 和 －０． ０５０，且在至少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结果表明，数字经

济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在公共教育支出占比高的样本国家中更为显著。 具体的解释为：一方面，数
字经济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大量高素质人才需求，在教育程度高的国家，劳动力的素质普

遍较高，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具有较好的接受度，能够更快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并带来收入提升；另

·７２１·

① 此外，本文利用知识产权使用费支付占 ＧＤＰ的比重，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占 ＧＤＰ的比重进行分组检验，得到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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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新兴业态为中低收入人群创造获得教育和技能提升的机会，并促进灵活

就业、零工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一国收入不平等。 因此，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一国教育发展、拓宽教育机

会，从而降低一国的收入不平等。

　 　 表 ７　 机制检验 ２：教育机会渠道

变量

基尼系数市场值

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

支出的比例低组

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

支出的比例高组

公共教育开支总额

占 ＧＤＰ的比例低组

公共教育开支总额

占 ＧＤＰ的比例高组

（１） （２） （３） （４）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０． ０１５ （ －１． ２３） 　 －０． ０１８∗ （ －１． ８７） 　 ０． ００６ （０． ６０） 　 －０． ０５０∗∗∗ （ －４． １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０８ ３２４ ２８１ ３５１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６ ０． ９９８

　 　 ３．劳动就业渠道

产业和就业变化是技术进步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数字产业

兴起，并不断与传统产业融合促进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数字经济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李春发

等，２０２０），从而对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产生影响。 Ａｇｈｉｏｎ等（２０２０）发现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产业

智能化有利于提高总就业。 周广肃和樊纲（２０１８）以及赵涛等（２０２０）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激发了

大众创业，有助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张勋等（２０１９）等学者也从创业就业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

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分别从劳动参与率和产业结构变化两方面进行分组检验。
为了从劳动参与率角度分析劳动就业渠道，本文以劳动参与率①衡量一国就业水平，进行分组检

验。 实证结果见表 ８ 第（１） ～ （２）列。 结果显示，在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

低收入不平等水平。 可能的解释是，作为新兴经济模式，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和就业

机会，并创新就业和创业方式，导致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兴起。 当一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劳动参与率较

高时，劳动力的收入将会提高，从而缩小了收入不平等。

表 ８　 机制检验 ３：劳动就业

变量

基尼系数市场值

劳动参与率低组 劳动参与率高组
服务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低组

服务业增加值

占 ＧＤＰ比重高组

（１） （２） （３） （４）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０． ００８ （ －０． ８８） 　 －０． ０３３∗∗∗ （ －２． ８２） 　 －０． ００４ （ －０． ５１） 　 －０． ０３５∗∗ （ －２． ４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０８ ３２４ ２７９ ３５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６

　 　 为了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分析劳动就业渠道，本文按照服务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高低进行分组

·８２１·

① 劳动参与率采用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总人口（１５ ～ ６４ 岁）的比重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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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实证结果如表 ８ 第（３） ～ （４）列所示。 可以看到，在服务业发展较快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可以

缩小该国收入不平等。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发展也代表了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叶
胥等，２０２１）。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主要应用于消费端，多体现在服务业。 例如金融科技的创新带来了消

费方式的改变，引导了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庄雷和王烨，２０１９），进而提高了一国的收入水平，降低该

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４．金融普惠渠道

大量研究关注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陈斌开和林毅夫，２０１２）。 数字经济深刻改变资金配

置和金融资源供给方式，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已成为新兴的金融创新。 特别是，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行

为受到数字金融普惠性特征的影响较大。 金融可得性是制约企业经营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金

融可得性增加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促进企业和个人的发展。
为了检验金融普惠渠道，本文以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存款用户数量作为一国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

进行分组检验，实证结果见表 ９。 在第（２）和（４）列中，ＴＩＭＧ 数字经济指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２３
和 －０． ０２１，且在至少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在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较多、存款用户较多的国

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金融普惠渠道缩小一国收

入差距。 本文的研究发现与傅秋子和黄益平（２０１８）、Ａｓｏｎｇｕ 和 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２０１９）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

似，即数字技术能够帮助过去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人群和金融资源匮乏的地区，降低获得金融产品

和服务的门槛和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在不同群体间的配置。

　 　 表 ９　 机制检验 ４：金融普惠

变量

基尼系数市场值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每 １０ 万成年人）低组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每 １０ 万成年人）高组

商业银行的存款人

（每 １０ 万成年人）低组

商业银行的存款人

（每 １０ 万成年人）高组

（１） （２） （３） （４）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０． ００９ （ －０． ９１） 　 －０． ０２３∗ （ －１． ９１） 　 －０． ０１３ （ －１． ２４） 　 －０． ０２１∗∗ （ －２． ０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２９９ ３３３ ３２９ ３０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六、稳健性检验

１．采用工具变量法

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

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不同收入层次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来
处理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

表 １０ 报告了 ２ＳＬＳ回归结果。 其中 Ｐａｎｅｌ Ａ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国别层面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

数均值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另外，第一阶段 Ｆ值为

５４． ７６，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１０ Ｐａｎｅｌ Ｂ 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指数的回归系

数为 －０． ０５１，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发展仍然有助于缩小收

入不平等，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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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稳健性检验 １：工具变量

Ｐａｎｅｌ Ａ
第一阶段回归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Ｐａｎｅｌ Ｂ

第二阶段回归

基尼系数市场值

国别层面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均值 　 　 １． ０７６∗∗∗ （７． ４０） 　 　 ＴＩＭＧ数字经济指数 　 　 －０． ０５１∗∗ （ －２． ３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样本量 ６３２ 样本量 ６３２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８８ Ａｄｉ＿Ｒ２ ０． ９９７

　 　 ２．其他稳健性处理

为了保证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１）对数字经济指数进行滞后一期

处理。 为一定程度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 ＴＩＭＧ 数字经济指数滞后一期进行回

归处理。 （２）改变控制变量。 一方面，本文考虑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在控制变量中考虑金融深

化和社保压力的影响。 金融深化用新增广义货币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社保压力采用老年抚养比，即人

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龄人口占工作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衡量，数据来源于 ＷＤＩ 数据库。 另一方

面，本文将人均 ＧＤＰ变量替换为一国 ＧＤＰ增长率（％ ）。 （３）替换被解释变量。 基尼系数市场值是基准

回归中度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代理变量。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一方面，本文将基尼系数市场值

替换为 ＳＷＩＩＤ数据库中的基尼系数净值；另一方面，减贫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内容，也是数字经济普

惠性的重要体现，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分别按 ３． ２ 美元和 ５． ５ 美元衡量的贫困差距。 贫困差距数

据来源于 ＷＤＩ数据库。 各项回归结果显示，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①。

七、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全球 ９１ 个经济体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９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

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并且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发展

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收入群体产生异质的影响，数字经

济产生的收入差距减缓效应主要是由于其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份额。 第三，技术进步、教育机会、劳动

就业和金融普惠渠道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渠道。 在科技实力越强、教育机会越

多、劳动参与率越高以及金融发展越好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不仅需要注重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还需要注

重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作为当前重要的技术创新，可以促进

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不平等；但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数字经济

促进经济增长的红利惠及全体国民，可能更为重要。 中国在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

同富裕方面，不仅要注重数字经济发展质量，还需要注重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惠及普通民众的制度分配问

题。 其次，政府在引导数字经济朝着包容性、普惠性增长的方向发展时，需重点关注边远地区、中低收入

人群，降低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产生的负面影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再次，政府需加快解决

数字鸿沟问题，尽力消除不同群体在获得就业和教育机会、取得金融资源以及使用新技术方面的进入门

槛和障碍。 最后，政府需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促进资源、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

挥数字经济在降低收入不平等中的积极作用。

·０３１·

① 受篇幅所限，回归结果在此不予列出，读者如有需要，可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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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吗？
■■■■■■■■■■■■■■■■■■■■■■■■■■■■■■■■■■■■■■■■■■■■■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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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ｐｕ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ｅ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ｇｎ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ｅ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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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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